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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以前皖江流域佛教发展的时空特征

及其原因初探

——以寺院为中心
1

罗 冰，周晓光

【摘 要】：皖江流域是中国最早有佛法流布的地区之一，也是佛教地方化进程的重要区域。元代以前，皖江流

域佛寺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分布态势从东汉三国时期的“两点一面”，发展到南北朝时期的“大分布、

小聚集”；从隋唐五代时期的寺院建设的“网式普兴”发展到两宋时期的新寺多鳞集于州城大邑，额寺多汇聚于传

统佛教胜区的局面。皖江流域特殊的自然、政治、地理、交通、经济等条件是造成这些差异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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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入华后，其在适应中国文化和社会的过程中逐渐被中国化。在中国化的进程中，佛教传入某个区域，就必须在遵循佛

法根本精神的同时，随不同区域的自然与人文环境，首先完成地方化。
[1]
而佛教的地方化必然受到一定的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影响，

寺院作为佛教重要的物质存在，其分布状况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最为直接。因而，研究寺院在不同区域的地理分布特征是探究

佛教地方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学界有关佛寺地理分布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进展，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
[2]
但仍

有一些重要区域缺乏深入的探究，皖江流域就是一例。
[3]

学术界关于皖江流域的范围目前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程必定、赵崔莉、张绪、王艳红、张阳等均探讨过这一问题，学者

们的观点虽然不大相同，但都认为皖江流域即指现代安徽省的沿江地区。综合学人的观点，同时从流域是一个以河流为中心的

人一地一水相互作用的复合系统，是有着明显边界的自然区域，同时又是历史人类发展各要素集聚的区域的这一基本认识出发，

笔者认为：皖江流域应该是以自然区域为基础、以政区为表征的特定区域。由此，根据不同流域之间是以分水岭来划分的地理

学概念，皖江流域的范围是北部以江淮分水岭中段为界限，南部以长江流域与钱塘江流域的分水岭——黄山山脉为界限的位于

现代安徽省辖区的狭长区域。大体上包括今安庆、池州、铜陵、芜湖、马鞍山等市的全部辖区，以及合肥（不含长丰）、滁州

（不含凤阳、定远、天长、明光）、宣城（不含绩溪）、六安（仅包括舒城县）、黄山（仅包括黄山区）等市的部分辖区。由

于较为特殊的地理、经济和政治等原因，元代以前的皖江流域不仅是中国文化中心南渐的唯一完整序列的核心区域之一
[4]
，而且

是中国佛教文化发展的代表性区域之一。研究这一区域的佛寺地理分布状况对于深入探讨佛教的地方化进程具有一定的标本作

用。本文拟采用历史宗教地理学的方法
[5]
，通过耙梳皖江流域的地方志等资料

[6]
，在数据统计的基础上对元代以前皖江流域寺院

的时空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并初步探讨形成这些特征的主要因素。不当之处，尚祈正之。

一、各历史时期皖江流域寺院的时空分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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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汉三国时期

东汉明帝时期，佛法通过迁移扩散（relocation diffusion）
[7]
的方式流入院江流域。据《后汉书》记载：永平十三年奉佛

的楚王英因“逆谋”被“徙丹阳泾县”
[8]
，这一偶然事件成为域内佛教传播的滥觞，泾县也成为长江流域最早有佛法流布的地区

之一
[9]
，佛寺也渐次出现

[10]
。据学者考证，东汉时期有 52 个县建有寺院，共计 62 所

[11]
，泾县的佛寺数量已经远超全国的平均水

平，成为当时皖江流域内唯一的佛教重镇。三国时期，皖江流域新建佛寺的数量和分布地区明显增多（见表 1）。从时间上看，

佛寺大多兴建于赤乌（238-251 年）年间。从地区来看，皖江北岸共建佛寺 5 所，主要分布在今合肥、来安、全椒以及和县等地

区。而南岸的新寺则集中于今当涂地区，共有 4 所。整体来看，至三国末期皖江流域寺院分布明显呈现出佛寺的密集区与“蛮

区”
[12]

并存的局面。寺院主要分布在东部毗邻今南京地区的皖江两岸，以及合肥、泾县地区，而其他区域是空白一片。从寺院

分布的发展态势来看，寺院由东汉时期的泾县一点，发展到三国时期的两点一面。点主要指合、泾两县，共建寺 3 所。面主要

指今来安、全椒、和县以及当涂一线，这一区域共新建寺 8所，占到本时期全部新建寺院的 72.7%。从寺院的区域分布来看，东

汉三国时期皖江流域佛教还处于萌芽状态。

2.两晋南北朝时期

两晋南北朝时期，皖江流域的佛寺建设出现了第一次高潮，共新建寺院 75 所（见表 1）。以现代政区来看，大多数县级政

区均有寺院分布，这也意味着佛教文化在皖江流域大体上实现了全覆盖。原有“蛮区”的佛寺也开始次第出现，但分布仍然很

不平衡。本时期域内出现了三个佛寺密集区
[13]
依次是：“泾县密集区”，位于今南陵—泾县—宣城—广德一线

[14]
，共建寺 22 所，

占比 29.3%；“当涂密集区”，位于今和县—繁昌一线的皖江两岸地区，共建寺 15 所，占比 20%；“宿松密集区”，位于今宿

松—太湖—潜山—怀宁一线，共建寺 21 所，占比 28%。余下的地区中，合肥附近地区佛寺也较多，数量为 5所。而今滁州、池

州以及黄山附近地区寺院还处于零星分布的状态。总体而言，两晋南北朝时期皖江流域佛寺分布大体呈现了一个“大分布、小

聚集”的特征，呈现了由远江地区到近江地区、东西两端同时发展的态势，皖江流域佛教版图的扩容速度明显加快。

表 1 文献所见东汉至南北朝时期皖江流域新建佛寺分布统计表（单位：所）

地区 市、县、区 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

合肥地区（8）

合肥（5） / 1 3 1

肥东（1） / / / 1

巢湖（2） / / / 2

安庆地区（24）

宿松（7） / / 4 3

太湖（5） / / 1 4

潜山（5） / / 3 2

怀宁（4） / / / 4

桐城（2） / / 1 1

望江（1） / / / 1

滌州地区（5）

全椒（3） / 2 / 1

滁州（1） / / / 1

来安（1） / 1 / /

马鞍山地区（15）
和县（3） / 2 1 /

当涂（12） / 4 3 5

芜湖地区（11） 南陵（5） / /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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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3） / / 3 /

繁昌（3） / / 1 2

铜陵地区（2） 枞阳（2） / / 2 /

池州地区（4）

青阳（2） / / 1 1

东至（1） / / / 1

石台（1） / / / 1

宣城地区（17）

泾县（8） 2 / 3 3

宣城（5） / / 2 3

郎溪（2） / / / 2

广德（2） / / 1 1

黄山地区（1） 黄山区（1） / / / 1

合计 2 10 30 45

说明：（1）由于本文涉及的时间跨度较长，而佛寺的兴衰情况又较为复杂且史料缺乏，为了较为准确的反映不同历史时期

寺院的数量及其分布情况，一般以寺院兴建的时期为基本标准来统计其数量及分布。（2）由于东汉至南北朝时期政区变化频繁，

为了直观的展现这一时期寺院的分布情况，本表寺院所处地理位置用现代政区标明。（3）本文标识的寺院所在政区，均参考《安

徽省志·建置沿革志》（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方志出版社 1999 年版）和《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主编，中国地图

出版社 1982 年版）。

表 2 文献所见隋唐五代十国时期皖江流域新建佛寺分布统计表（单位：所）

道 州 县 寺院数

江南西道（182）

宣州（119）

南陵 25

当涂（含采石军） 20

宣城 16

广德 16

宁国 16

泾县 11

太平 8

旌德 7

池州（63）

青阳（含九华山）33（20）

秋浦 13

至德 13

石埭 4

淮南道（111）

舒州（47）

宿松 17

太湖 14

怀宁 11

望江 3

同安 2

庐州（34）
合肥 15

巢县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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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江 6

慎县 1

舒城 1

和州（17）

历阳 9

含山 7

乌江 1

滌州（13）

清流 6

全椒 5

永阳 2

说明：本表采用唐中期政区（755 年），参见《安徽省志·建置沿革志》，方志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88-289 页。

3.隋唐五代时期

隋唐是中国佛教发展的极盛时期
[15]

。随着佛教的兴盛，皖江流域的佛寺兴建也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虽然经历了唐武宗

与周世宗的排佛法难，但域内的佛寺兴建依然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共建寺庙 293 所（见表 2）。同全国其他地区比较来看，

当时皖江流域所在淮南道、江南西道均属于佛寺的次密区，佛寺密度很大，呈现了“网式普兴”的局面
[16]

，但还是有一定变化

的。就皖江流域本身来看，江南地区的寺院增长的更快，江北地区则发展速度相对缓慢。具体来说：其一，寺院密集区分布有

明显变化，“泾县密集区”寺院占比（91 所，占比 31.1%）保持了很好的增长速度。“宿松密集区”寺院（42 所，占比 14.3%）

占比明显低于三国时期。而“当涂密集区”占比同三国时期相比虽然下降（37 所，占比 12.6%），但涂、泾两地已经同青阳地

区联为一体，表明江南地区佛教发展的氛围要明显好于江北地区。虽然江北的庐州地区，也同样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但在

整个区域中的地位变化不大。其二，寺院发展仍然很不平衡。隋唐时期平均每县建寺院 9.7 所，从州一级看，滁州、和州所属

的各县新建寺院均在平均数以下，而佛教发达的宣州所辖之旌德（7所），池州所辖之石埭（4所）新建寺院的数量也低于平均

值。从分布看，建寺数低于平均数的县江南地区只有太平、旌德、石埭 3县，而江北地区则有望江、同安、庐江、慎县、舒城、

历阳、含山、乌江、清流、全椒、永阳等 11 个县，这进一步表明了本期皖江流域江南地区的整体佛教氛围要好于江北诸邑。其

三，寺院分布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九华山佛寺数量的勃兴。唐以前九华山地区仅有 2 所寺院
[17]

，而隋唐时期建寺数量则猛增

到 20 所，也使得青阳在新建佛寺的数量上居于诸县之首。九华山的佛教名山之路就是始于此时。

4.两宋时期

两宋时期新建寺院总数为 522 所（见表 3），远超隋唐五代时期，佛教在皖江流域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本期佛寺分布的基

本格局同隋唐时期相比最大的变化是新建寺院呈现向州城大邑集中的特征，地区中心城邑的新寺数量远高于该地区的其他县邑。

除池州比较特殊外，各州府治所在地的新建佛寺数量都是本地区最高的，如怀宁的新寺（61 所）占安庆府的 48.8%，当涂的新

寺（39 所）则占到了太平州的 60%；在佛教相对欠发达的庐州（合肥占 64.7%）、广德军（广德占 81%）、无为军（无为占 85%）

等地区这一特征表现的更为明显。而与此相反的是，原来一些新建佛寺较多的地区，则明显落后。如宿松的建寺数在隋唐时期

位居舒州第一，但到了宋代则处于安庆府的最末一位了。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传统的寺院密集区在两宋时仍然是佛教发展

较好的地区。

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两宋时期皖江流域佛教发展的情况。隋唐时期大致形成了“檀主先行奏请，皇帝再赐寺名”的

寺院赐额制度
[18]
。“赐额”不仅反映了民间对于佛教的推崇，更为关键的是体现了官方对于寺院建设的肯定和重视。两宋时期，

皖江流域寺院赐额情况较多，据初步统计，赐额的寺院至少为 124 所，远大于唐代赐额的数量
[19]
。各县依次为青阳 20 所，宁国

20所，繁昌 17 所，泾县 13 所，当涂 13 所，太平 12 所，石埭、铜陵各 5所，宣城 4 所，建平 3 所，清流、无为、广德、南陵

各 2所，含山、庐江、贵池、芜湖各 1 所。从统计看，宋代赐额的寺院绝大多数不在州城，而多位于佛教发展较早的地区，如

青阳、泾县等，这同新建寺院集中在州治附近有明显的不同。新建寺院减少而赐额的寺院大量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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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佛寺已有饱和的趋势，另一方面也表明一些历史悠久、屡有“灵验”的寺院逐渐成为官方、檀越以及信众们推崇的圣地，

佛教文化已经深度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大量出现的向朝廷“请额”的情况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此外，已知赐额的寺院也大都

分布在江南，也进一步表明江南地区的佛教文化的影响力要明显强于江北地区。

表 3 文献所见两宋时期皖江流域新建佛寺分布统计表（单位：所）

路 州府军 县 寺院数

淮南西路（205）

安庆府（125）

怀宁 61

桐城 22

太湖 20

望江 13

宿松 9

庐州（31）
合肥 22

舒城 9

和州（17）

历阳 10

含山 5

乌江 2

无为军（20）
无为 17

庐江 3

镇巢军（12） 巢县 12

淮南东路（29） 滁州（29）

清流 12

全椒 9

来安 8

江南东路（288）

宁国府（122）

宣城 40

宁国 24

太平 23

泾县 20

旌德 13

南陵 2

池州（86）

青阳（含九华山）26（24）

贵池 22

东流 11

铜陵 10

建德 10

石埭 7

太平州（64）

当涂 39

繁昌 14

宪湖 11

广德军（16）
广德 13

建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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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响皖江流域佛寺地理分布的因素分析

佛教的传播讲究“机缘”，隋代智顗大师在《四教义》中说“夫众生机缘不一，是以教门种种不同。”
[20]
作为一种文化现

象，佛教的传播与发展，不仅需要人的“机缘”，显然也受到其他各种“机缘”的影响。不同区域的自然、历史、经济、交通

等因素的影响，深刻影响了佛寺的分布。影响皖江流域元以前寺院地理分布的主要因素包括：自然地理条件、交通条件、人口

条件、经济条件、政治条件等因素。

1.自然地理条件

“自然地理环境是宗教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
[21]

。一个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包括多种要素，具体到皖江流域，对于佛寺分

布影响最大的要素是地形与自然灾害。地形对于佛寺的选址有很大影响，这与佛教的教义关系极大。以禅宗为例，曹洞宗开山

之祖洞山良价禅师在《玄中铭》中说：“寄鸟道而寥空，以玄路而该括，然虽空体寂然，不乖群动，……举足下足，鸟道无殊，

坐卧经行，莫非玄路。”
[22]
禅宗所追求的“玄路”至难险如鸟道、而又“寥空”。道路曲幽、风景秀丽之山林就符合这一情境，

自然成为禅宗僧侣修行最喜之地，“天下名山僧占多”这句话，透露的就是这个道理。皖江流域的地貌类型以山丘为主，具备

了喜山之佛教传播与发展的自然环境，僧侣们十分喜爱皖江的“奇山”，甚至为了争夺建寺之宝地不惜与道教“斗法”。如今

潜山三祖寺的选址过程就颇具代表性：

舒州潸山最奇绝，而山麓尤胜。志公与白鹤道人皆欲之。天监六年二人俱白武帝。帝以二人皆具灵通。俾各以物识其地，

得者居之。道人云：某以鹤止处为记。志云：某以卓锡处为记。已而鹤先飞去，至麓将止。忽闻空中锡飞声，志公之锡遂卓于

山麓。而鹤惊止他所，道人不怿。然以前言不可食，遂各以所识筑室焉。
[23]

宝志通过斗法将菩提庵建在了藏风聚气的谷口凤形山上，后梁武帝赐额“山谷寺”，该寺遂成为禅宗名寺。此外，九华山、

浮山、冶父山、琅琊山等山地也是元代以前皖江流域佛寺较为密集的区域。

元代以前的皖江流域是旱涝灾害频仍的地区。已知最早的灾害记录是西汉吕后三年（前 185 年）发生在当涂的大洪水，当

时“江水溢，流民千余家”。从东汉至宋末皖江流域共有 80 个年份发生了大的旱灾，102 个年份发生大的洪灾，小型灾害更是

多不胜数。“川谷俱竭、饿死甚重”，“水漂田庐、民多溺死”的场景在皖江流域并不罕见。
[24]

人类心灵世界的恐惧得不到化

解和安抚，转而求助于宗教，这是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缘起的因素之一。为了消除人们的恐惧，达到传播佛教的目的，皖江流

域的不少佛教寺院在建立之初就和疏解灾害有关，如区内可考最早的龙澍寺就是因“汉明帝时，求雨有验，敕名”的，以后每

当岁旱，人们便来寺内祈祷，并屡有灵验。
[25]
再如位于石埭雨台山的海狮庵在当地以“祈雨灵验”而著名。

[26]
旱涝灾害多发的

当涂甚至将一座大寺叫做“保安南”，并在寺内供奉西峰祖师像，以保一方平安。
[27]

九华山地藏信仰中的很多典籍也体现了疏

解信众因灾害而造成恐惧的功能，如北宋端拱二年（989 年）常谨所辑的《地藏菩萨像灵验记》就是一例，书中共收集了南朝梁

到北宋时期的灵感故事三十二则。
[28]

书中所载大多如“居士李思信奉地藏免鬼难记”“唐县李氏家地藏救苦记”之类的宣扬地

藏菩萨救人于水火的故事。地藏信仰的流行使得“地藏殿”自宋代开始成为皖江流域佛寺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必建之神

祇。

2.交通条件

交通条件对于佛教的传播来说影响很大。根据文化扩散理论，佛教的传播一定是伴随着承载者——僧人或信众的迁徙而进

行的，交通条件直接关系到佛教的传播与分布状况。如佛教初传时期主要的传法路线周边分布着数量众多的寺院，而交通闭塞

之区最初佛寺数量稀少。
[29]

皖江流域交通条件的最大特殊性在于其便利的水路交通。域内河流众多，湖泊密布，水路交通早在

4000 多年前就与中原沟通。
[30]
区内的秋浦河、皖水、泾水、青弋江、水阳江、丹阳湖、巢湖、滁水等水系通过长江与上游的川

鄂以及下游的苏沪联成一体，构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再加上皖江流域“上控全楚，下蔽金陵，扼中州之咽喉，依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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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为唇齿”
[31]
的地理位置，使得皖江水路成为佛教文化传播的天然廊道。元代以前，得天独厚的交通条件使得皖江流域不仅成

为佛法传输的通道，而且成为佛法重要的传播地。两晋南北朝时期，这种文化廊道的功能体现的最为明显，当时皖江流域处于

佛教鼎盛的建康、庐山、寿春之间，而僧侣们游锡往来三地必假道于皖江流域，对此严耕望先生有总结性论述：

什公卒后，关中亦乱，徒众先后四散，道融、僧嵩至彭城，卑摩罗叉、僧导至寿春，道生早已过江，慧叡、慧观、慧严、

僧业亦至建康，至建康者多经庐山。在彭城、寿春者亦多来往建康。则散处方向以江淮为多。
[32]

高僧的游锡往来，极大的促进了区域内的佛寺建构，在毗邻建康和庐山的地区分别形成了“当涂密集区”和“宿松密集区”。

而彼时皖江流域中部及南部山区的寺院数量则较为稀少。隋唐时期，随着水上交通体系的完善，新兴的港埠周边兴建了很多的

寺院，以长江干流为例，采石渡属地当涂建寺 20 所，“鹊头镇”港属地南陵建寺 25所，“皖口”港属地怀宁建寺 11 所。
[33]

特

别是采石渡，当时素有“古来有事，从采石渡者十之九”之称，人员来往频繁，佛法鼎盛，南唐时期曾有僧人凿石为窍，建石

浮屠。
[34]

而石窟造像在皖江流域是极为罕见的，水路交通对于佛教传播的促进作用可见一斑。再如池州，由于水运的兴盛，隋

代置秋浦县，唐时将秋浦、青阳、石埭、至德等四县划归池州管辖。水运的发达，不仅使得客商的频繁往来，促进了池州的经

济发展，而且也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如金地藏本人就是通过水路“落发涉海，舍舟而徒”驻锡九华的。可以说便利的水路交通、

九华山自身的奇秀山林再加上大方布施的檀越，最终促成了九华山建寺的第一次高峰。此外，长江支流通航条件较好的地区，

如太湖、合肥、太平、泾县、怀宁、巢县等地新建寺院数量也都很大。

3.人口条件

佛教发展与否，最终是要看信众的多寡。佛教要发展信徒，壮大势力，必须向人口稠密的地区发展。佛教的地理分布与人

口分布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
[35]

元代以前皖江流域的人口总体上来说是不断上升的，其中人口的被动迁徙是人口增长的一个重

要因素。

大规模的迁徙主要有三次：其一是永嘉南渡。“自中原乱离，遗黎南渡”
[36]
，冀、豫、青、并、兖、徐等地区人口大量流

入江淮地区，到刘宋泰始年间迁入的总人口多达 17 万
[37]
，极大地改变了全流域人口的分布状况。以大明六年（464 年）为例，

当时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是扬州宣城郡，因其是“永嘉东迁，衣冠违难多所萃止”
[38]
之所，流入人口较多，人口总数达到了 47992

人。其余地区人口数依次为淮南郡 25840 人、南汝阴郡 19585 人、历阳郡 19470 人、新昌郡 15396 人、庐江郡 11997 人、晋熙

郡 7497 人。
[39]
寺院分布也基本上同人口分布成正比（见表 1）。只有晋熙郡（辖地大体位于今安庆市）例外，该郡人口最少，

但建寺数量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却是全区最多的。造成这种反差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地理因素。晋熙郡一带“其山阻以深、

其水揣以激，其邑居漱以隘。”
[40]
但同时又处于“东接太望，西界蕲黄，北通英霍，南滨大江”

[41]
的四通八达之地，是当时北

方人民南迁的通道之一。同时天柱山、司空山等地符合“佛者觉也，以明性为体，以觉世为用，动静无二，隐显如一”
[42]
的境

界，自然对于佛教徒有很大的吸引力，来往的僧人和信众在此地建寺传法也就不足为奇了。其二，该郡长期受到以何充家族为

代表的世家奉佛之风的影响，佛教氛围浓厚。门阀政治是东晋时期的一大特色，名门望族的信仰对社会影响很大。何充为庐江

潸人，何氏家族在这一地区多有奉佛行为，如今三祖寺即为何氏三高（何求、何点、何胤）故宅，后何氏舍宅为寺。
[43]

此种重

量级的布施对于当地民众的影响可想而知。

第二次人口大迁徙是由安史之乱引起的。唐天宝十四年（755 年）安史乱发，出现了“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
[44]
的人口流动，长江沿线麇集了数量最多的移民，池州、宣州成为移民的主要居留地之一

[45]
，两州明确建于安史之乱以后的寺

院数量为 104 所，而在隋唐五代时期池、宣两州一共才建寺 182 所，人口的大量流入对于两地佛教发展的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第三次被动迁徙是起因于靖康之乱。这次大迁徙出现了“在京衣冠、士族、百姓、诸军夺门南奔者数万，流涉于江淮之间”
[46]
的场景，使得皖江流域特别是江南地区的人口数量进一步增加。以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 年）为例，当时流域内各地的人口

密度：滁州所在淮南东路每平方公里 7.4 人，安庆府、庐州、无为军、和州所在淮南西路每平方公里 8.4 人，池州、广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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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州、宁国府所在江南东路每平方公里 27.9 人，而南宋全国的人口密度则为每平方公里 16.4 人
[47]
。因此，江南东路是南宋

时期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之一，所建佛寺的数量同样很大。

皖江流域佛寺随着人口的增多而增多，一方面是因为人口的增加使得佛教有了更为雄厚的信众基础。同时，战争等人祸所

造成的被动迁徙对人心理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这同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心理困苦是一致的。由于宗教可以疏解人们的痛苦，迁徙

的人们更容易信仰宗教，陈垣先生就曾说：“人当得意之时，不觉宗教之可贵也，惟当艰难困苦颠沛流离之际，则每思超现境

而适乐土，乐土不易得，宗教家乃予以心灵上之安慰，此即乐土也。故凡百事业，丧乱则萧条，而宗教则丧乱归依者愈众，宗

教者人生忧患之伴侣也。”
[48]
如东晋早期的芜湖是江南地区移民较为集中的地区

[49]
，上党人聚集的芜湖在东晋时期建寺 3所，

排名在整个皖江流域是比较靠前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晋以前虽然芜湖靠近佛教鼎盛的当涂，但却不见一寺。这从侧

面印证了陈垣先生所说非虚。由此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因天灾人祸而造成的有大量人口流入的地区，往往成为包括佛教在

内的各类宗教快速发展的地区。

4.经济条件

佛教的根本思想是“空”，大乘佛教的核心经典《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开篇即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但佛教终究还是社会的宗教，它无法脱离物质基础而超然物外。经济条件对于佛教的发展来说

极为重要。在佛陀时代，僧人不事生产，维持生命依靠托钵乞食，最早的皈依释迦的陈如等五人就号称五比丘，而比丘就是“上

从如来乞法以炼神，下就俗人乞食以资身”
[50]
之意。佛教传入中土后，由于文化的差异，沙门们无法通过乞食而生存，因而佛

教早期传法活动所需的物质基础大多来源于社会上层人士的布施。东汉时期楚王英就将明帝所还的缣帛用“以助伊蒲塞、桑门

之盛馔”
[51]

，皖江人士笮融在徐州“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槃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

人……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
[52]

因而，佛寺的建设首先离不开豪

门大家甚至皇族的布施，特别是在佛教发展早期，在皖江流域这一点表现的也十分明显。三国时期康僧会“欲使道振江左，兴

立图寺，乃杖锡东游”
[53]

，通过努力取得了孙权的支持，并为其建了三座寺院
[54]
，其中“姑孰之化城，基址最广”

[55]
。再如两

晋南北朝时期的泾县之“崇庆寺，亦在水西。南齐永平元年建，相国淳于棼舍宅，始名凌岩”
[56]

。以及唐代九华山化城寺的兴

建过程等
[57]
，可以说社会上层的布施是元代以前皖江佛寺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经济来源。

其次，一个地区自身经济条件的好坏对佛寺的建设影响也很大。由于建寺所耗甚大，“营造寺观……大则耗费百十万，小

则尚用三五万余，略计都用资财，动至千万已上”。
[58]

一般来说，经济条件好的地区建设兴建或修葺佛寺的可能性更大些。如

吴琢在《吉祥寺记》中所载芜湖寺庙之兴衰就体现了地区经济的重要性：

大江之东芜湖，古为名邑。因地之胜，因民之富，凡所创建，雄伟独异他处。而佛刹又为人所敬信，一有兴作，趋之者众，

故成功尤易焉。县西五里有寺，旧名永寿院。晋永和二年建。僧绍熙焚巢毁像，扫地几尽。继得僧自元勉力修葺，而院中兴。……

元之徒曰可旻，亦有道行，俗缘能继守前业。旻死，其弟可云、可暹败坠寺居，略如绍熙。适有宣州广教禅院僧庆余，以元丰

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来就法席，慨然有志兴复。日走于市，始自一钱而乞之，人有施钱四十万者，故岁行八周，兴旧起废，蔚为

禅居。
[59]

吉祥寺自肇建以来多次隳堕，也多次修复，宋时僧庆余为复寺而募化，檀越竟有施钱四十万者，以至于他用很短的时间就

使寺院“兴旧起废”了。如果地区经济水平不佳的话，修葺寺庙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总体来说，元代以前，随着中国的经济

重心不断南移，没有经历大战乱的皖江流域，人口不断增加，社会经济也较为富庶，如《宋史》对今安庆地区有“土壤膏沃，

人性清杨，善商贾，邻里富庶”
[60]
的描述。再如当涂更是有“繁华古今称最”

[61]
的美誉。良好的经济条件使得元代以前的皖江

流域拥有极好的发展基础。

再次，禅林制度的确立进一步扩展了皖江流域佛寺的分布范围。皖江流域的天柱山和司空山一带是禅宗的发轫之地。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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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南北朝时期，禅宗三祖僧燦一直在天柱、司空两山附近过着随缘而化的头陀行者生活，这对摄化学众是极为不便的，这

也是早期达摩禅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
[62]
农禅结合的经济方式一直到隋初四祖道信在黄梅双峰山聚徒传法后才初露端倪，后四

祖传弘忍，忍传慧能，慧能再将禅法发扬光大。可见稳定的禅居环境成为传法的重要基础。农禅结合形式的积极倡导者首推马

祖道一，他广置禅林并始行农禅合一。其门徒开始分散在各处山区，创建禅林，聚徒传法，并自耕自养。
[63]

山谷寺作为禅宗胜

地，道一也曾来朝圣拜谒，其行脚处后建有马祖庵
[64]
。洪州门下三大士之一的南泉普愿禅师则是皖江流域实践农禅合一的典型

代表，乾隆《池州府志》记载：

普愿和尚，姓王，新郑人。初，六祖授法南岳让，让授马祖。而愿与西堂、百丈，马祖门下三大士也。唐贞元十一年，愿

憩锡贵池之南泉，自建禅斋，不下山三十余载，宗风大振。若赵州从谂、长沙景岑、鄂州茱萸、白马昙照、甘贽行者、香严义

端等不下千人鳞集南泉。愿寂后，散居四方丛林。
[65]

南泉通过禅农合一达到了自给自足，他圆寂后其千余人的法嗣散居四方，而这些法嗣所建之寺，也大多采取禅农合一的经

济制度。如果说百丈怀海禅师在制度上确立了禅林制度，而普愿则是禅林制度的第一实践者，其对禅宗的发展和禅宗寺院的繁

荣做出了巨大贡献。禅林制度的实践与成熟，使得禅宗能够在经济条件较为落后的山区，在缺少布施的情况下较好的生存和发

展。唐以后，皖江流域的丘陵和山地间出现了数量众多的禅林寺院，表明佛教进一步向自然与经济条件较差的地区传播。

5.政治及其他因素

政治因素对于佛教的影响极为巨大，如前所述皖江流域的佛教就是滥觞于楚王英的左迁。元代以前皖江流域长期处于南北

政治势力交替叠加影响的区域，也长期处于大一统王朝的统治之下，这使得皖江流域佛教的发展有其自己的特点：

其一，皖江流域在较长的时间内处于京畿要地。从东吴迁都建业开始到南北朝时期，除西晋短暂时期外皖江流域一直靠近

政治中心区域，而“政治中心往往就是佛教中心，其政治地位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决定佛教兴旺的程度”
[66]

。从皖江流域三国至

南北朝时期的佛寺分布来看也符合这一特点，临近建业的皖江流域诸邑所建佛寺的数量都不少。南宋时期，皖江流域诸邑或在

京畿范围内，或临近京畿。因此，建寺数量与其政治地理位置成正比。以与临安府接壤的宁国府为例，宋代宁国府建寺数为 122

所，其中明确建于北宋的寺院有 29 所，而建于南宋时期的则达到 60 所，南宋时期的建寺数量远远超过北宋。

其二，政区密度的不断增大，这也是佛寺数量增长的一个原因。如唐中期皖江流域共有 6州 25县，到了两宋时期就发展到

10 州（府、军）33 县，政区密度两宋较之唐中期州府一级增加了 66%，县一级增加了 32%，随之而来的是佛寺数量在区域政治

中心的快速增长。

其三，战争因素对于皖江佛教发展影响较少。元代以前发生在皖江流域较大规模的战争较少，南北王朝对峙时的拉锯地区

大多位于江淮之间。只有在南北朝、五代十国末期的短暂时期内，皖江流域一度成为南北政权对峙的前线，即便如此，这一时

期皖江南岸地区佛寺仍有一定的发展，据统计五代时期建寺为 23 所，其中就有 20 所建于相对和平安定的江南地区。此外，皖

江流域不仅成为人口迁移的区域，而且也成为僧人避难之所，佛教的稳定发展态势要好于兵燹频繁的北方。

除政治因素外，道教的发展对于佛教的地理分布也多有影响。皖江流域良好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成为佛道两家竞争的场所，

而道教在皖江的发展则早于佛教，汉武帝于元封五年（前 106 年）封天柱山为南岳时就立有五岳祠，并驻有专门的方士。天柱

山一带也就借势成为我国道教早期的兴盛区域之一。东汉至南北朝时期天柱山附近地区道教的强势，是造成这一地区成为佛教

传播“蛮区”重要原因。

以上讨论只是透过寺院的地理分布情况对皖江流域佛教地方化的状况做了一个初步的分析和梳理，区域佛教的发展是多种

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高僧、佛教学术、檀越等其他要素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影响如何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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